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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马戛尓尼使华事件的话语问题谈起，探讨了 18世纪的世界形势，比较了中日印三国所走的不同路径及

结果；对马戛尓尼使华事件是殖民陷阱还是历史的良机，乾隆是洞悉其奸还是维护天朝体制，前清是禁传宗教还是禁传西

学等问题，文中都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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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话语问题和18世纪的世界

对马戛尔尼使华问题的讨论，学术界形成有以

下几种解释模式：近代化论、文明冲突论及朝贡礼仪

说等。这些观点认为 18世纪的中英关系是先进与落

后、现代与传统、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碰撞。[1]（P1-

4）对此有人提出质疑，因为，这些模式都在用当代人

的价值标准来评判或衡量过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是在苛求古人。于是在上述众多的话语背后不断涌

现出不同的声音，其中以美国学者何伟亚最为代表。

他提出从帝国构建的角度来重新阐释马戛尔尼使华

时的中英关系。何氏认为中英在 18世纪是两个扩张

性的帝国，英国试图用西方“主权平等”观念与中国

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而在中国看来世界呈现的是“差

序包容”的格局，所以没有平等可言。[2]（译序 P25）双

方对世界的不同认知，从而导致了马氏的失败；帝国

构建引起的冲突，使得平等交往的期盼成为历史的

泡影。

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下，对马氏使华的解释就会

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站在近代化或文化、文明冲突

的立场，是不是在苛求古人？由帝国构建的视角出

发，是否就不存有苛求古人之嫌？

笔者认为，上述种种话语是站在不同立场从不

同角度对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罢了。正所谓一千个

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然这是就文学角度而

论。史家应该对历史有个“真了解”，再还其以本来之

“真面貌”。问题是应该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对历史有

个怎样的“真了解”而还其以原始的“真面貌”？史学

泰斗陈寅恪说：“与所论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

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

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3]（P247）就是要回到

历史，条分缕析地考察历史，方可评断古人之成与

败。胡适在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说：五四新文化运

动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不过是宋代以来“这个一千

年当中，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当中，一个潮流、一个

部分、一个时代、一个大时代里面的一个小时代。”[4]

（P286）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氏使华也不过是人类全

球化历史进程中一个短暂的阶段。只是这一趋势在

新航路开辟后，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表现出前所未

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不管是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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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抑或哪一个人，在这个人类必然的过程中，都

得时刻提醒自己“居安思危”保持与世界同步。

在全球的视野下从多维的角度来分析，18世纪

的中国乃至世界具有怎样的形势？众所周知，18世纪

中叶工业革命爆发，英国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疯狂寻

找海外市场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除了带给非欧洲

地区先进的工业制成品外，更重要的是带去了那个

时代最为先进的科技文化；除了经济上不停地抢夺

占领亚非落后地区外，文化上也不断地冲击着这些

地区古老的民族文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有谁能

撇开这个趋势，另开一片属于自己的纯净天地而傲

视全球？闭门造车就是否定历史否定自己，因为世界

是相互联系的。然而马氏使华时，乾隆对此却视而不

见，采取的对策及其后实施的措施是不适世宜的。他

没能主动求变，积极调整政策，创造有利条件。所以

马克思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

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

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

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

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5]（P26）

二、殖民祸水还是历史良机

18世纪的历史趋势要求身置其中的每一主体，

不得不采取积极的对策，漠视回避等于坐以待毙，结

果只有被蚕食被殖民，甚至文化的断绝和民族的消

逝。马氏使华给中华帝国带来的是殖民祸水，还是千

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乾隆拒绝马氏是捍卫主权的正

当抵抗，还是错失踏上近代化康庄大道的历史良机？

放眼寰球，处于相同背景下的不只一个清政府。

就亚洲范围而言，有大山之隔国土接壤的印度，有一

衣带水隔海相望的日本，他们选择的发展路经及结

果同清政府却大相径庭。前者是大胆请进来，敞开大

门和西方商业往来；后者由闭关保国，进而又主动走

出去迎接挑战。结果印度被肢解沦为殖民地，日本通

过自醒自新走上近代化道路。

国情是一国制定实施对外政策的基础，列宁也

说过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具体到 18世纪同一国际背

景下中日印三国的不同选择，是由各自怎样的国情

决定的呢？

首先，印度在历史上自古就存在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及民族和宗教等复杂的矛盾。18世纪英人未

来之前，印度尚处于大莫卧儿帝国统治之下，精明能

干的君主和强大有力的帝国，使得国家机器运转的

还算灵便。但奥朗则布死后，帝国则处于一片混乱状

态中。军队整天沉湎于奢侈享乐，奢糜腐败直接导致

战斗力的丧失；行政官员不再效忠服从，国家财产不

断被世袭侵吞；穆斯林和印度教间矛盾表面化，战争

时有发生。整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秩序

被彻底打乱，印度分裂成两半。恰在此时，英人赶来

了，国家的分裂为英人的征服铺平了道路。所以布罗

代尔说：“一切的根源都出自它（印度———引者注）的

迁就和软弱。”[6]（P574）在此，布氏显然在为殖民主义

作辩护，但透过这句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印度的

被征服和被殖民除了外来的压力，其自身的弊病是

根本的。

其次，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也颁布过禁海令，可是

在短暂的禁海后，德川吉宗幕府时开始实行开明的

对外政策。在此期间，“兰学”开始勃兴，西方事物被

大量的引进，大批家臣被派出外采集先进的西方知

识，如定购图书、器械以及优良动植物种等。同时，虽

明令禁止西教，然并未禁止西学，相反却用西方科技

文化来补充其“圣学”，维护巩固封建统治。这种吸纳

西方先进事物的气魄与胸襟，试问，同一时期的清朝

统治者有谁可与之比肩？因此，日本很快将西方的不

平等条约统统丢进太平洋，并不再追随中国，而走西

方发展道路，成为亚洲第一个迈入近代化的国家。

然而，面对全球大变革的历史进程，沉浸于“康

乾盛世”里的清政府选择了什么？我们不能说它是闭

关自守的，因为毕竟还有个港口商船如织，一直从事

着对外贸易。也不能说是对外开放的，因为仅有的小

窗口依旧被顽固地钉上了许多不合适宜的条规。准

确地描述满清政府此时的对外政策，用朱雍先生的

“限关自守”来形容比较贴切。[7]（P304- 305）这个选择

是清政府做出的，处于那个时代站在那种立场，做如

是选择有其相对进步性，应该给予肯定。然而，成功

取决于在一个特定时代中是否赶上机会以及反复和

接连遇到机会，国力同金钱一样是可以积累起来的。[6]

（P37）同一时代背景下的清朝政府，对马氏来华这种

历史机遇却冷漠地淡然处之，致使错失了搭乘近代

化列车的一次绝佳契机。清朝选择了与东西二邻不

同的第三条道，结果中国沦为“两半”社会。可是能就

此断定这条道路走错了？能说敞开心怀就是引狼入

室，主动出击就是顺应潮流，紧锁国门就是闭关自

守？有相同的历史背景，却有着不同的传统和国情。

诚然，事后诸葛亮是要不得的，然而这些问题人们仍

旧在苦苦不断地思索着。

三、洞悉其奸还是维护体制

乾隆拒绝马氏六项要求的原因，是出于维护“天

朝上国”的体制和法度，还是洞悉了使团秘而不宣的

霸权图谋？

首先在礼仪上，乾隆是一以贯之地坚持天朝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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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制度的，虽然在使团刚入华时曾表示出一定的宽

容和灵活。乾隆曾批示：“接待远人之道，贵与丰简适

中，不卑不亢。若该贡使等，于进谒时行叩见之礼，该

督等不必辞却。倘伊等不行此礼，亦只可顺其国俗，

不必加之勉强。”对征瑞派道将过贡船取表文和贡单

一节，他认为：“所办又未免太过⋯⋯殊属矫枉过正。

试思该使臣向征瑞行叩见礼，亦无足为荣；即不行叩

见礼，亦何所损。”[8]（P137- 138）然而，为体现天朝物

产的丰盈和文化的优越，实现对外藩蛮夷的防范和

制御，乾隆又颁布谕旨：“如该臣于筵宴时，实在叩首

则已。如仍止免冠点首，则当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

到天朝进贡觐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

即国王亲自来朝，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

瑕，自应遵天朝法度”。[8]（P147）可是马氏的固执激怒

了乾隆：“（使臣）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甚为不惬

⋯⋯（地方官）款待供给未免过于优待，以致该贡使

等妄自骄矜。”认为：“此等无知外夷，亦不值加以优

待。”[8]（P170- 171）所以“令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

此间不复颁给。”并说：“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

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

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御外

藩之道宜然。”[9]（P427- 428）

由上述内容可见，乾隆在礼仪上先前看似灵活

的态度，仅仅是为了防止接待过简或是过优，而“转

为（其）所轻”；仅仅是因其初来天朝而又航海远行，

应当格外加以体恤“以示怀柔而符体制”。[8]（P137）或

者说这只是他驾御远人的一种惯用方法罢了，只是

其“丰简适中”策略的外在形式而已。所以说乾隆在

礼仪上是不曾退让或是放松要求的。

其次在礼品上，应该承认马氏采用的标准没有

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精致、精美、实用的工业品

除炫耀英国先进的科技文化外，还在有意彰显其政

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的霸权。马氏在礼品清单上

说：“欧洲其他国家都承认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

洋国家，⋯⋯（礼品有）装备有最大口径的火炮 100

门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以及‘削铁不卷口的利剑’

⋯⋯”[1]（P84- 85）克兰默宾在评价马戛尔尼时说：他

“有意识地以大英帝国不断增长的力量与成就来面

对当时显然处于其力量与繁荣顶峰的中华帝国。”[10]

（P12）所以在礼品上使团是自以为是的，他们认为的

新是相对的，这是使团在礼品上的失误或自大的表

现。

尽管如此，乾隆及其愚臣们对礼品的认知或理

解是否完全正确呢？答曰：否。乾隆认为：“单内所载

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由夷性见小，自为独得

之⋯⋯”[8]（P139）而“所有安装不能拆卸之说，朕意必

无其事，自系该贡使欲见其奇巧，并表伊国王诚敬之

心。”[8]（P152）清廷工匠奏称：（英方所进）“天球一件，

地球一件，⋯⋯与宁寿堂现安之天球地球无别。地理

运转架一件，与景福宫现安之仪器同，而坐架上装饰

花纹尚不及景福宫仪器精好，⋯⋯又玻璃灯二件，

⋯⋯与长春园水法殿内现悬之鹅项玻璃灯无异”。[11]

（P221）乾隆认为：“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

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11]

（P11）其结论是“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8]（P139）

而这些东西好的足以逗乐小孩子，终以“天朝不贵奇

物，⋯⋯更无需与尔国制办物件”为由拒绝了马氏。[8]

（P185）

我们说，清廷上下对礼品评价是不公允的，或是

不客观的。他们注重的是礼品的外在表现———样式

色泽大小，对其深层内涵———科学技术上的领先优

势，却视而不见。或许乾隆意识到了中英间的巨大差

距，只是他不可能做到坦然面对之，反而为了挽回天

朝的颜面，对使团的要求一概加以言词拒绝，并在礼

仪上坚持到底。

总之，笔者认为事件发生时，马氏想尽力塑造出

大英帝国的先进形象，乾隆欲竭力保持住中华帝国

的天朝威望。由于两者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冲突的

发生交往的失败，而并非是乾隆对马氏来华用意的

洞悉，他只停留在维护天朝体制这一浅显的层次上。

四、禁传宗教还是禁传西学

乾隆虽拒绝了马氏，可是在对待西方科学文化

上，他是西学带头人还是扼杀西学的“刽子手”？

首先，乾隆朝的文字狱达到了历朝历代的巅峰，

尤其是编纂《四库全书》时掀起的全国范围内查禁书

籍的运动。鲁迅说：文字狱加上钦定四库全书使得天

下之书“无不加以取舍⋯⋯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

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12]（P63）应该承认

在统治的初始阶段，文化专制是有利于巩固统一的。

但等到中后期，文字狱的泛滥则显示了专制力量的

日益羸弱。尽管乾隆后期由于多种原因文字狱案有

所减少，可这一毒瘤对思想文化发展的阻滞作用，这

一愚民政策的负面影响不可能一时间彻底消除。在

文化专制的恐怖阴影下，文人学士们如履薄冰只求

明哲保身，不敢发挥聪明才智，更不敢过问评议政

治，只能将精力转向故纸堆，反倒促使以训诂考据为

特点的汉学的兴起。在这种文化环境里，何以谈西学

谈借鉴求发展？

前面提及乾隆评价礼品时说，东西好的足以逗

乐小孩子，帕克透镜也仅成为和珅口袋里笨重的打

火机。其实仅非如此，其父雍正给年羹尧的硃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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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今有新进三种小规矩，甚如意，寄赐与卿，以为

玩具。”[13]（P23）这个玩具却是伽利略发明的比例规。

这种将西学的产物当作把玩之物而用于享乐，对西

学的精神加以禁传而拒于国门外的态度，是不可能

在平等的基础上谈借鉴以求发展的。邹振环在编著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时，就没能选出

一本康乾时代的作品。作者认为译作入选的标准首

先在于它是产生共时性和历时性重大影响的名著。

所谓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有直接的

也有间接的；有回返影响，也有超越影响的。[14]（前言

P2）在此我们不是探求其标准合理与否，至少能够证

明一点，就是在这一期间没有能够出现一本对社会

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力作。诚然，民间存有介绍西方

和西学的著作，但是那只属于个人行为，不代表整个

社会发展的方向，更谈不上产生社会影响了。

其次，留用传教士问题。从明末万历到前清乾隆

之间，历届统治者对于西学采取的政策可以归结为

“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15]（P1136）在这种指导

思想下，尽管康熙曾明确表示：“尔天主教在中国行

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

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其余在中国传教之

人，尓俱带回西洋去。”[16]（P150）然而有一技之长的教

士留作何用？难道让他们大力传播西学？答案又是否

定的。一来，虽然禁传宗教而不禁西学，但技能却仅

仅用以满足皇室生活之所需，并非传至民间用于民

间。二来，教士留在中国大多因其一技之长而供职皇

宫身居官府，整天观天象测吉凶，查历书核历时，出

入自由都是问题，根本无从对外界形成影响。例如，

乾隆时期在朝廷供职的传教士有郎士宁、蒋友人和

王致诚等，他们一般都精通于绘画或是钟表器械维

修。建设圆明园中的西洋楼时，众多传教士就曾参与

了设计和建造工作。他们要么是御用画师，要么是宫

廷维修工。

试问，这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能够将其所学之

技能传于何人？更何况留用传教士的目的并非为了

西学，仅仅是利用西洋的文化、利用传教士的技能为

其生活享乐服务。可以说，乾隆朝西方传教士在华的

艺术活动是远远超过其科技活动的。所以，留用教士

不能说明其重视西学。总之，不论康乾之际在禁教时

是否明令禁止西学，但就其客观效果而言，禁教的结

果是有意无意的对西学产生了一种阻碍，西学在禁

教的影响下不禁而自禁。

综合上述内容，笔者认为，站在全球发展的高度

上看乾隆末年马戛尔尼使华事件，可以得出下面的

结论：马氏来华不是东流的殖民祸水，而是历史赋予

的发展良机；乾隆却冷眼相对视而不见，沉浸于“乾

隆盛世”的天朝迷梦里，一味强调“保泰持盈”，他并

非洞悉其奸，而是顽护天朝百余年的体制，使得中国

丧失踏上近代化道路的一次历史契机。诚然，每个人

都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每个国家民族都有选择

生存、发展方式的理由。可是，18世纪的全球早已开

始了全面的重新洗牌，新的游戏规则也正在创立之

中，新的特权阶层、制度和结构正在兴起重组。在这

样的变局之中，一味坚持本土化死守传统，只会被先

进的势力抛弃、被历史的巨轮碾碎。只有通过不断的

接触、比较、包容和借鉴，才能创造出顺应时代的先

进文化，民族文化才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融会贯通

而不间断地发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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